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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沿海城市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与资源浪费问题日益严重。文章选取13个沿海开放城市作为研究对象，运用DEA-BCC模型和Malmquist指数分解方法对其2007-2016年的绿色增长效率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沿海城市绿色增长效率仍存在提升空间，经济发展规模、能源消耗水平及技术进步对绿色增长效率存在影响。根据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了在各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考虑地区差异，调整能源消耗结构，促进技术进步，减少环境污染，以政策辅助提高沿海城市绿色增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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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astal cities, the problems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waste of resources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serious. This paper selects 13 coastal open c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using DEA-BCC model and Malmquist index decomposition method to calculate the green growth efficiency of 2007-2016. The results show that coastal cities are still likely to improve their efficiency. The scal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energy consumption level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ffect green growth efficiency.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to adjust the structure of energy consumption, to promote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reduc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creasing the efficiency of green growth by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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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的飞速发展、人口快速增加以及工业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过度消耗资源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导致资源短缺性的环境与经济危机。中国目前正处于新常态的经济转型期，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经常被称为黑色增长或灰色增长，即以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为特征的粗放型发展模式。201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绿色专题会”上强调“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经济结构、增长动力和增长色彩转变三层变化，是由灰色、黑色的增长转向绿色增长，也是一种清洁、低碳、低耗的可持续增长”[1]。可见绿色增长作为一种新型的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清洁环保经济增长模式，将成为未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而沿海城市作为经济特区的延伸，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丰富的自然资源，宜人的气候条件及发达的交通网络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是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同时沿海城市是技术进步与科技发展的集中地，具有丰富的创新创业资源。然而伴随经济与技术迅速发展而来的是巨大的能源消耗以及自然环境的污染。对于当下经济快速发展的沿海城市而言，绿色的经济增长模式的探究将会对其日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指导，而沿海城市的发展对内具有辐射性，能够带动内陆经济发展，对外作为从南至北的沿海经济带，是重要的外贸口岸以及进出口基地，与外界进行着密切频繁的交流。因此探究沿海城市的绿色增长经济发展模式还将对中国经济的绿色增长提供重要的借鉴。
全球经济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环境与资源匮乏问题，城市迅速扩张带来的污染和破坏让越来越多的国家及组织意识到绿色发展的重要性，传统的粗犷式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具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会产生生态危机和一系列环境危害。绿色增长意味着在环境与资源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刺激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是经济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2]。许多国家与组织致力于发展绿色清洁科技，研发先进环保技术来解决经济危机以及环境污染问题[3]。随着绿色增长观念的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学者投身到该领域的研究中，目前针对绿色增长效率的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以区域如国家地区、省级层面或以行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考虑资源与环境因素对绿色增长的影响，其中能源作为自然资源中的重要使用部分多被用于衡量绿色增长效率，因而本文也选取了能源消耗量作为重要指标。Richard在对绿色增长内涵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能源、环境政策对区域绿色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4]；Hallegatte等从绿色政策角度出发，探索价格、教育及公众监督等方面的绿色增长政策对绿色增长产生的影响，结果反映政策确实具有影响作用但经济的绿色增长不能仅仅依靠绿色政策[5]。王海龙等主要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角度，综合人口、消费、经济等其他因素探究区域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因素，并采用DEA方法测算了2007-2011年间我国30个省份的绿色效率值 [6]；Francisco Guillén Martín等从三种角度，绿色增长趋势、环境破坏成本、经济增长与空气污染建立绿色增长评价模型，并以墨西哥作为实例，分析其2003-2009年的绿色增长绩效 [7]。张江雪将资本、人力和环境污染作为投入，生产总值作为产出，利用DEA测算2005-2009年我国各地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 [8]；李玲等在对2004-2008年我国19个污染密集型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污染密集型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因素[9]；Fisher等研究我国2500家高能耗的大中型企业的绿色效率影响因素，其中能源结构、研发成本与当前的产业结构为可能的影响因素[10]。Hailu 将环境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指标测算生产率，将构建模型应用于加拿大造纸业的生产效率测度[11]；王军、杨龙选用传统的DEA模型，构造包含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的绿色 GDP 指标作为产出项，评价经济效率[12]。
纵观现有研究，区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家和地区层面，国内的研究主要针对省级层面，而城市层面的研究主要以单个城市为研究对象，针对沿海城市的整体研究较少。数据包络分析评价方法目前被普遍接受，环境污染也被普遍纳入到指标体系当中，但当前研究仅从单方面为切入点，缺少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全面分析。基于以上现状，本文选择以沿海城市为研究对象，使用DEA模型与Malmquist指数分析结合，对沿海城市的绿色增长效率进行测度，分析可能的效率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不仅对中国沿海城市的绿色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同时也为中国其他城市与区域的绿色转型与绿色增长提供了重要参考。
1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DEA方法，即数据包络分析法，1978年由Charnes、Cooper等第一次提出[13]。目前基于全要素投入角度，众多学者选择使用DEA方法解决绿色增长效率评价问题。
1.1 BCC模型
CCR模型为固定规模报酬模型，即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并认为每个决策单元都处于最优生产规模。CCR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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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有n个城市[image: image2.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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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中，[image: image3.wm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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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投入指标，[image: image4.wm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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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产出指标，[image: image5.wmf]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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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城市的相对效率，[image: image7.wm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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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DEA有效，即该城市的绿色增长效率达到最优，资源得到充分利用，[image: image8.wm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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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权重向量。利用CCR模型可以计算得出沿海城市的技术效率值。
CCR模型建立在固定规模报酬的基础上，但该假设过于理想化。Charnes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规模报酬可变的BCC模型，加入[image: image9.wmf]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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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设，将效率分解为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BCC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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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2） 中，[image: image11.wmf]q

为第[image: image12.wmf]j

个沿海城市的相对效率值，同样[image: image13.wm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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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DEA有效，即投入的资源得到了有效地利用，该城市效率最优。与CCR模型相比，BCC模型的建立基于规模报酬可变，更符合现实中的研究情况也更为先进，能够测算出更为精确的相对效率值。因此，本文选取BCC模型对我国沿海城市的绿色增长效率进行测度与研究。
1.2 Malmquist指数模型
Malmquist指数模型最早由瑞典学者Stenmalmquist使用。随后，Färe等人与1994年将其思想应用于生产研究中，构建了全要素生产效率变化的Malmquist指数模型[14]。该模型剔除了有形生产要素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考察两个时期的生产率的变化，所测算出的全要素生产率主要用于衡量纯技术方面的增长所带来的生产效率的改变。Malmquist指数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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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代表该地区的产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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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技术为参照的距离函数。计算得出的Malmquist指数大于1时表示生产率的增长，公式（3）的Malmquist指数还可以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动指数（effch）和技术进步指数（techch）。分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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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进步指数大于1表示技术进步，等于1为不变，小于1则代表技术退步。同样，技术效率变化指数可以大于1，等于1或者小于1，分别代表技术效率的提高，不变和下降。另外，技术效率变动指数又可以进一步分解为纯技术效率变化（pech）和规模效率变化(sech)，最后将Malmquist指数分解为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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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image: image27.wmf](

)

(

)

1

1

0

0

+

+

=

t

t

t

t

t

t

y

,

x

S

y

,

x

S

sech

，
[image: image28.wmf](

)

(

)

VRS

y

,

x

D

VRS

y

,

x

D

pech

t

t

t

t

t

t

0

1

1

0

+

+

=

。
1.3变量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测算我国沿海城市2007—2016年间的绿色增长效率，我国虽沿海城市众多但有些沿海城市的规模较小，区域界线模糊。国务院于1984年批准我国第一批沿海开放城市，包括大连市、秦皇岛市、天津市、烟台市、青岛市、连云港市、南通市、上海市、宁波市、温州市、福州市、广州市、湛江市和北海市15个城市。由于缺少秦皇岛市2006-2011年和北海市2006-2012年的城市统计年鉴，无法获得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所需的能源消耗数据，另结合沿海开放城市的地理位置趋同性，选取另外13座沿海开放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根据所确定的投入与产出要素，分析绿色增长效率的变化以及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的变动对全要素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情况。
本研究选取各沿海城市的资本存量、劳动投入、能源消耗总量、环境污染排放及CO2排放作为投入指标：
（1）资本存量。统计年鉴中没有直接提供该指标的数据，本文采用“永续盘存法”估算各沿海城市每年的资本存量。计算方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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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固定资本存量，数据可从各沿海城市的统计年鉴中获得，
[image: image32.wmf]i

s

为固定资产折旧率。采用单豪杰[15]、向娟[16]的计算方法中的固定资产折旧率及固定资本存量。
（2）劳动投入。理论上应选取就业人员的工作时间作为劳动投入，但由于缺乏该方面的数据统计。本文选取大多数研究的做法，以各城市的从业人数表示劳动资源的投入。当年就业人员总数=（当年年末就业人员数+上期期末就业人员数）/2。数据可由《中国城市统计年鉴》获得。
（3）能源消耗总量。该指标为各沿海城市每年的能源消耗量，即城市各类能源消耗折标准煤后的总和，可由各城市的统计年鉴获得。
（4）环境污染排放。该指标通常有两种处理方式，将其作为投入要素引入生产过程或者非期望产出要素引入生产函数。本文选择将污染排放作为投入指标进行能源效率的测度。因为污染物的排放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的影响，相当于社会资本的投入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污染物排放主要为废水、废气及固体废弃物的排放，本文选取各沿海城市的废水排放、SO2排放、工业粉尘排放以及固体废弃物排放。以上数据通过《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城市的统计年鉴获得，并运用熵值法将以上污染排放拟合成为一个污染指数，取其倒数作为投入指标[17]。
（5）CO2排放量。一方面能源消耗过程会带来大量的碳排放，另一方面CO2排放量对追求低碳环保的绿色增长有着重要的影响。CO2排放量无法从年鉴中直接获得，本文选用陈诗一[18]的方法对各沿海城市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估算。
选择的产出指标为各沿海城市当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它是反映一定时期内该城市的总体生产水平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数据可由各城市的2007-2016年的统计年鉴中获得。
2实证研究分析
2.1 基于BCC模型的绿色增长效率分析
根据BCC模型，利用Deap 2.1软件进行绿色增长效率测度，得出沿海城市2007-2016十年间的绿色增长效率，具体结果见表1，图1则直观地反映了沿海城市十年间平均绿色增长效率的变化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沿海城市绿色增长效率在十年间的变化不大，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整体趋势。沿海城市平均的绿色增长效率值为0.918，该数据表明平均每年每个城市仍然存在8.2%的资源浪费，投入的资源未能得到有效地利用。另外，2007年最低效率为连云港市的0.624随后差距逐步缩小，虽然中间出现小幅变动但最后平均值最低为0.715。能源消耗结构的调整对于绿色增长效率也存在一定影响，随着清洁能源使用的增加，不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耗总量中的比例有所降低，绿色增长水平有所提高。
十年间绿色增长效率的平均值为0.918，天津、大连、烟台、青岛、上海、温州、广州高于平均值。其中天津、大连、广州及上海在十年考察期内平均绿色增长效率均高于0.990，说明其在十年间的相对绿色增长水平较高。除此之外，青岛、温州、烟台的绿色增长效率均值分别为0.980、0.966和0.947，接近于有效利用资源的效率1，多个年份达到了投入要素的完全利用。以上城市中天津市、上海市及广州市分别为我国北部、东部及南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心，地区的生产总值要高于其他沿海城市，可见经济发展水平与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城市的绿色增长效率水平。另外，三者的技术创新性与新兴技术的引进与应用均处于沿海城市的前沿，可能是其绿色增长效率相较于其他沿海城市较高的原因。山东省青岛市对外开放政策较好，获得综合保税区，相较于仍处于申请阶段的威海市与烟台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能够吸引更多的劳动投入，其绿色增长效率较高。大连市身处辽宁老工业基地，“十二五”期间辽宁省加大环境保护相关设施建设的投资，落实保护生态环境的相关政策，大力发展绿色经济，污染的减少与节能减排的有效推动促进了绿色增长效率的提高。

表1 中国沿海城市的绿色增长效率变化（2007-2016）
	城市名称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平均值

	天津市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大连市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64
	1.000
	0.945
	1.000
	0.991

	烟台市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789
	0.680
	0.947

	威海市
	0.913
	0.882
	0.895
	0.902
	0.912
	0.925
	0.868
	0.811
	0.855
	0.912
	0.888

	青岛市
	1.000
	1.000
	0.987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809
	0.980

	连云港市
	0.624
	0.653
	0.744
	0.777
	0.667
	0.709
	0.701
	0.692
	0.776
	0.810
	0.715

	南通市
	0.777
	0.953
	0.899
	0.910
	0.877
	0.912
	0.838
	0.832
	0.967
	0.996
	0.896

	上海市
	0.994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99

	宁波市
	0.797
	0.900
	0.925
	0.903
	0.821
	0.896
	0.785
	0.745
	0.795
	1.000
	0.857

	温州市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69
	0.956
	0.899
	0.836
	0.966

	福州市
	1.000
	1.000
	0.863
	0.809
	0.787
	0.770
	0.802
	0.794
	0.647
	0.775
	0.825

	广州市
	1.000
	0.996
	0.996
	0.992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0.998

	湛江市
	0.758
	0.835
	0.928
	0.904
	0.882
	0.889
	0.912
	0.883
	0.841
	0.910
	0.874

	平均值
	0.913
	0.940
	0.941
	0.938
	0.919
	0.931
	0.911
	0.901
	0.886
	0.902
	0.918


绿色增长效率相对较差的城市有湛江市、宁波市、福州市及连云港市，其绿色增长效率的年均值均低于0.900。其中连云港市的绿色增长效率最低，十年间的平均值仅为0.715，与完全有效的效率值1相比连云港市存在28.5%资源浪费，在考察期的前两年连云港市的绿色增长效率处于较低水平，但在日后出现回升，其原因可能是在一定产出水平下投入要素过量，资源无法得到充分利用导致资源利用率降低，应致力于将投入要素充分利用从而提升连云港市的绿色增长效率。另一方面，江苏省大力推动沿海地区发展，连云港地区进入工业加速化阶段，在此期间广东、浙江等东部沿海地区的部分重污染企业向沿海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大量污染源及废弃物的排放增加，引发多次赤潮等环境问题[19]，环境污染因素的增加同样导致了绿色增长效率的低下。

2.2 基于Malmquist指数的全要素绿色增长率分析
表2为2007-2016年期间的沿海城市的全要素绿色增长率。从时间维度看，2007-2016年的中国沿海城市的全要素绿色增长率平均值为0.985，未达到效率前沿面，其效率仍存在提升空间。从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分解可以进一步看出，平均技术效率为0.999趋近于1，技术效率的相对变动不大，而技术进步变动年平均值为0.986，可见技术进步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07-2009年，全要素绿色增长率小于1主要是由于技术进步指数小于1，即技术退步。2009-2011年，由于技术进步指数增长，全要素绿色增长率也呈上升趋势，这与沿海地区的开放度高，技术条件优越密不可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以先进的技术条件为支撑增加节能减排的可能性。2011-2015年，全要素绿色增长率下降，技术效率的降低是影响其变动的主要原因。2015-2016年技术效率提高与技术进步促使绿色增长效率提高。
表2沿海城市全要素绿色增长率指数平均变化及分解（2007-2016年）

	
	技术效率变动（effch）
	技术进步

（techch）
	纯技术效率变化（pech）
	规模效率变化（sech）
	全要素生产率（tfpch）

	2007-2008
	1.034
	0.857
	1.018
	1.016
	0.886

	2008-2009
	1.005
	0.990
	0.989
	1.015
	0.995

	2009-2010
	0.997
	1.038
	0.996
	1.000
	1.034

	2010-2011
	0.976
	1.072
	0.992
	0.984
	1.046

	2011-2012
	1.015
	0.943
	1.002
	1.013
	0.957

	2012-2013
	0.978
	0.959
	0.995
	0.982
	0.938

	2013-2014
	0.988
	0.975
	1.006
	0.982
	0.963

	2014-2015
	0.983
	1.010
	0.981
	1.002
	0.993

	2015-2016
	1.019
	1.028
	0.991
	1.028
	1.048

	平均值
	0.999
	0.986
	0.997
	1.002
	0.985


从区域角度看，由表3可得，各城市平均全要素生产率为0.985，技术效率变动近似于1，而引起全要素生产率增加的主要原因则是技术进步。其中上海市的技术进步指数最高，与其丰富的创新活动、优秀的人才储备以及多项科技创新政策的实施密不可分。广东省一方面调整产业结构，向绿色清洁的第三产业如高端服务业转移，另一方面是高水平技术人才即优质人力资源的引进与转移[20]。由此可见，人才、经济发展等条件能够提高技术进步指数从而提高区域的全要素绿色增长率。福州市、烟台市及威海市的全要素绿色增长率较低，主要是受技术退步影响。除经济规模、优质人才的影响外，各地针对绿色发展方面的政策也有所不同，技术进步指数高的地区多针对地区实际情况出台专项政策扶持，相反指数低的城市则少有出台专项扶持政策推动技术进步。
表3 沿海城市全要素绿色增长率指数（2007-2016年）
	
	技术效率变动（effch）
	技术进步
（techch）
	纯技术效率变化（pech）
	规模效率变化（sech）
	全要素生产率（tfpch）

	天津市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大连市
	1.000
	0.975
	1.000
	1.000
	0.975

	烟台市
	0.958
	0.934
	0.967
	0.990
	0.895

	威海市
	1.000
	0.989
	1.000
	1.000
	0.989

	青岛市
	0.977
	0.975
	0.978
	0.999
	0.953

	连云港市
	1.029
	1.020
	1.000
	1.029
	1.050

	南通市
	1.028
	1.015
	1.026
	1.002
	1.044

	上海市
	1.001
	1.024
	1.000
	1.001
	1.025

	宁波市
	1.026
	1.018
	1.001
	1.024
	1.044

	温州市
	0.980
	0.980
	1.000
	0.980
	0.961

	福州市
	0.972
	0.894
	0.986
	0.986
	0.869

	广州市
	1.000
	1.007
	1.000
	1.000
	1.000

	湛江市
	1.020
	0.993
	1.000
	1.020
	1.013

	平均值
	0.999
	0.986
	0.997
	1.002
	0.985


3 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中国沿海13座城市2007-2016年的面板数据，选取资本投入、劳动投入、能源消耗、环境污染及CO2排放为投入指标，各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产出要素。通过DEA方法的BCC模型以及Malmquist指数分解法，使用Deap 2.1软件测算中国沿海城市绿色增长效率及其变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
1.总体上，沿海城市绿色增长效率整体变化不大，呈现先升后降的趋势，仍存在一定的效率提升空间，近些年存在因资源投入过多无法充分利用引起的效率低下问题。其中能源消耗结构的改变也对绿色增长效率存在一定影响。
2.不同城市绿色增长效率虽差异不大，但仍存在如连云港市效率远低于平均水平的现象，可见不同区域的沿海城市绿色发展水平存在一定差距。主要是因为各沿海城市的经济水平，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节能减排减少环境污染的能力各不相同。
3.各地全要素绿色增长效率存在差异。技术效率与技术进步均是影响全要素效率的因素，其中技术进步变动指数的影响较大，尤以上海市及广州市影响效果明显。城市坚实的经济基础，先进的人才储备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带来技术的进步。
沿海开放城市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发达先进地区具备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优惠便利的政策支持以及良好的经济与人才基础。目前沿海城市的绿色增长效率仍存在一定上升空间，应积极选择绿色的经济发展模式。依据以上的研究结论，本文提出针对性建议如下：
1.调整能源消耗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消耗比例。能源消耗是绿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投入，对绿色增长效率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环境污染碳排放等也主要产生自能源消耗。我国主要以煤炭消耗作为主要的能源消耗，沿海地区能源消耗结构中煤炭比例虽不同于内陆地区所占比例过大，但其仍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可加大清洁能源的使用比例，推进节能减排的项目实施，政府应利用沿海城市的自然地理优势，建立长远的新兴绿色能源发展战略。
2.重视技术进步，人才管理，资源利用对绿色增长效率的影响作用。沿海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文中的连云港市应着力于技术进步，引进先进技术及管理人才，提高自身科技创新研发能力提高节能减排技术。经济发达地区则应注重提高资源投入后的利用效率，避免因过量投入带来的资源浪费导致效率降低。 
3.针对地区问题制定合理制度政策。政策与制度的制定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上述问题。政策制定应把握绿色发展思想，切实落实国家绿色环保节能减排的各类政策，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出台符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环境条件及未来发展规划的当地政策，从而有效提高沿海地区的绿色增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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